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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6—2018年时间面板数据，运用修正的万有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借助 Ucinet6.0、

ArcGIS10.2、Rsudio3.6.3 等实证分析了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中国边

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明显，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持续增涨，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向区域均衡

方向平稳发展。(2)整体网络结构从 2006 年相对稀疏形态，演变为 2012 年彼此拉扯、相互“牵连”情形，转化为

2018 年紧密联系、协调发展、所有省份不可或缺态势。(3)网络空间内部异质性较突出，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可达

性较低，存在广西—云南、西藏—新疆、辽宁—黑龙江 3个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结构较明显。(4)旅游经济空间结

构网络形态对整体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效能有显著影响，网络密度的提升，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的降低，

能够有效缩小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促进边境整体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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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边境地区是实行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1]，其和平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乎国家利益[2]。中国是世界上陆

地边境线最长和毗邻国家数量最多的国家，沿边 9个省份与周边 14个国家接壤[3]，边境旅游资源丰富，民俗风情浓郁。2010年，

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要积极推动内蒙古、云南、广西、宁夏等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推

动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沿边地区长久治安。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强调东北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与工业基地，加快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要

部署。2015年出台《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首次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纳入到国家

发展战略中[4]，标志着边境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

划》强调出台差别化政策，进一步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对边境地区的倾斜力度。利好政策的正向叠加进一步开凿了边境省域经济

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穷、困、弱”特征明显，社会发展滞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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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兴边富民行动背景下，充实边境地区的相关研究以促进中国社会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应成为当前旅游

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文章以旅游空间结构视角审视中国边境 9 省域旅游经济现状及联系，明确各省域间旅游经济的空间互动

及演化特征，以期促进各省域间旅游生产要素流动和旅游生产力的提高，对中国边境地区旅游发展提质增效和践行“旅游扶

贫”、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提供理论参考。 

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间的旅游互动关系演变，使得旅游经济呈现复杂的空间关联结构[6]，旅游空间结构体现了旅游活

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7-8]。旅游经济活动在区域间的流动是以空间尺度进行衡量，形成的网络结构表征着具有地理性质的地

区在区域内的协调和差异[9]。国外关于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后期，主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和

大数据等研究方法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空间分布特征。Hwang Y H[10]、Scotten[11]、Bhat S S[12]、Juan C[13]等分别

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热点城市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GIS技术和照片共享分析不同旅游目的地或城市间的旅

游经济关联程度和网络结构特征。Sanghoon K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 方法分析韩国首尔的旅游景点系统的空间结构[14]。LeungXY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将旅游者行为空间可视化研究北京奥运会前后游客运动轨迹的变化[15]。Peng H[16]、Marrocu E[17]通过分析跨

省域的旅游流、旅游活动的空间分布来测度城市间旅游经济的互动和差异。国内学者对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

主要侧重于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变[6-7,9,18-20]、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21-23]和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形态及其特征[24-26]等方

面。多基于核心-边缘理论
[9,26-27]

、点轴理论
[28-29]

和旅游流
[30-32]

等角度，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空间自相关、变异系数、主成分分析法等进行研究。 

纵观已有成果，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丰硕累累，为本文及今后的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

不足:一是从研究区域的选择上，多数针对城市群、都市圈、湾区和经济较发达省份，较少涉及边境地区，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

济的研究相对单薄。二是研究内容较多地关注区域或城市间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对如何优化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形态以促进整

体旅游经济发展效能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边境 9 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中国边境省域整体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形态及其效应。运用修

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分析 9 省域在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关联网络中的角

色及地位，探讨各省域间的空间互动状况及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 Rsudio3.6.3 软件利用 9 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测

度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形态对整体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效能的影响程度。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概况 

中国陆地边界线全长 2.28 万公里，沿线 9个边境省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广西、云南、甘肃、新疆、西藏，

共毗邻 14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不丹等等。2018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最高达

到 25315.4 亿元，而西藏仅为 1477.63亿元，辽宁省经济总量约是西藏自治区的 17倍。中国边境 9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将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边境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和各省域的对外开放程度。 

(二)研究方法 

1.修正的引力模型。 

构建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网络需要囊括边境省域间的旅游经济发展的所有关系，修正引力模型的引入即是为了

测度 9 个省域间旅游经济关系和联系强度。参考王俊[6]、杨丽花[7]、吴志才[9]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

水平指标表征两个边境省域的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为了更好的衡量两个边境地区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和吸引差异，参考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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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32]等修正的旅游空间引力模型中城镇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对引力系数 Kij进行修正。由于边境地区高铁、公路交通网络建设尚不

完善，如西藏还未开通高铁，且省会城市通常作为游客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航空网络较成熟，故本文选择两省会城市航行的

实际里程作为两省域的空间距离。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Rij代表边境省域 i对边境省域 j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Kij代表引力系数，主要反映两边境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经

济吸引差异;Pi、Pj分别代表边境县域 i 和 j 的旅游接待总人数;Vi、Vj分别表示边境省域 i 和 j 的旅游总收入水平;Ri、Rj分别表

示边境省域 i和边境省域 j当年的城镇人口人均消费支出;Dij表示边境省域 i和 j两省会城市之间航行的实际里程。 

2.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 Bramwell[33]、Scotten[11]等人认为是研究旅游发展和旅游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化及互动作用的绝佳范式。

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6.0 对中国边境 9 个省域间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网络特征进行分析，各省域是该旅游经济

网络结构中的“节点”，两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便是连接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线”。这些“节点”和“线”的组合便构成中

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网络结构。 

在测度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基础上，确定适当的截断点对原始关系强度进行二值化处理，进而得到二分矩阵。结

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选取刻画整体旅游经济网络特征的指标包括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以及描述个体旅游经济

发展的指标包括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凝聚子群分析对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化及特征进

行测度。 

(1)整体网络特征指标:网络密度。网络密度表示旅游经济网络各节点的疏密程度，其值为网络中实际拥有的关系数与理论

上最大可能关系数之比，值域为[0,1]。网络密度值越大，各节点旅游经济联系越紧密，网络结构越趋于稳定，各节点获取信息

的能力就越强[26]。公式如下: 

 

其中，D为网络密度，L为旅游经济网络中实际所含的关系数，N为省域个数。 

网络等级度。网络等级度主要测度网络的完善程度，衡量省域间非对称的可达性。网络等级度值越高，表明网络等级越森

严，越多的节点在旅游经济网络中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6]。公式如下: 

 

其中，H为网络等级度，K为网络中节点间的对称可达数，max(K)表示网络中最大可能存在的对称可达数。 



 

 4 

网络效率。网络效率反映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连接效率[6]。网络效率值越低，表明各节点间存在更多的空

间联系，各边境省域间的旅游联系就越趋于紧密，旅游经济空间关系网络就越稳定。公式如下: 

 

其中，E为网络效率，M为关系网络中多余的关系线，max(M)为可能存在的最大多余线数量。 

(2)个体网络特征指标:点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测度单个边境省域在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点度中心度值

越大，表明该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联系越多，该节点的凝聚力就越强，即该边境省域越处于网络结构的中心地位。点出中心

度包括点出度和点入度。点出度表示从该节点发出的旅游经济联系数量，点出度数值越大，表明该边境省域的影响力和辐射范

围越大，呈现越多的信息外向溢出关系[34]。点入度表示该节点接收的旅游经济联系数量，点入度数值越大，表明该边境省域越

容易受到其他省域的影响，呈现信息内向收益关系。公式如下: 

 

其中，CRD(i)表示点度中心度，CAD(i)为与节点 i直接相关联的节点数量，n为节点 i最大可能相关联的数量。 

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反映了节点 i 控制其他节点间相互关联的数量。即节点 i 充当中间者，帮助其他节点建立相互关

系的次数。中间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边境省域越处于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中心，越能“控制”其他边境省域在旅游经济网

络结构中的联系与互动。 

 

其中，CRB(i)代表中间中心度，bjk(i)表示节点 i 控制节点 j 和节点 k 的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能力，n 为节点 i 最大可能相关

联的数量。 

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测度单个边境省域在整体网络中“不受其他省份控制”的程度[6]。接近中心度值越高，表明该省份

与其他省份都“接近”，且说明该省份越不是处于整体网络中的核心位置[37]。接近中心度主要刻画与核心节点有关联的重要节

点。公式如下: 

 

其中，C-1
APi表示接近中心度，dij表示整体网络中节点 i和节点j的截距距离。 

凝聚子群分析。凝聚子群能够揭示网络群体内部的子结构，是一种子群概念
[37]
。凝聚子群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一种形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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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来洞见网络整体结构中小群体结构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程度。利用凝聚子群分析揭示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内

部子群体彼此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关注边境 9省域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凝聚力和可达性。 

3.核心-边缘模型及角色分析。 

核心-边缘理论最早是由弗里德曼在其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中较全面和系统地提出，被认为是解释经济空间结构演变[35]、

揭示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一种理论[36]。在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中，借助核心-边缘理论

能够快速识别处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省域节点，并找寻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以解释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结

构中存在的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角色分析则主要是划分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具有相似结构和职能的节点群体，以对每一节点群

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进行分析。 

(三)数据来源 

选取时间跨度为 2006—2018年，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总人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各省对应年份的旅游统

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各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各省 GDP 总额数据来自《中国统

计年鉴》，两省会间的航行里程数据来源于中国民航网站、航空纵旅软件、部分航空公司网站。 

三、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变及特征分析 

(一)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考虑到节点数据的可比性，以及国家在 2010 年和 2015 年分别下发《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和《关于

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文件，本文选取 2006 年、2012 年、2018 年为时间截面，测度中国边境省域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通过式 1、式 2 计算得出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联系量(表 1、图 1)。由表 1 可知，2006 年、2012 年、2018 年

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度最高的地区组合为“辽宁-吉林”、其值分别为 21.78、258.13、1130.65，其次是“吉林-黑龙江”、

“辽宁-黑龙江”、“云南-广西”。2006 年、2012年、2018年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网络联系度最小的地区组合为“吉林-西藏”、

“新疆-西藏”、“西藏-黑龙江”，“西藏-内蒙古”。表 2 结果表明，2006 年、2012 年、2018 年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量前

5位的省份分别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广西，且其他省域的旅游联系量增长较缓慢，排序并未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2006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联系量都处于较低水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成为旅游经济网络中的

重要节点，三者“抱团取暖”，联系密切，甘肃、新疆、西藏逐渐被边缘化，与其他节点地区联系较少，呈现“离群索居”现

象，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网络“马太效应”明显。2012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联系量增长较明显，其中西藏、甘肃

旅游经济联系量增长势头强劲，与 2006 年相比，各自上涨 93.5%、92.5%，但由于基准数太小，“离群”状态并未打破。辽宁、

吉林、黑龙江旅游经济联系量依旧蝉联前三，“三足鼎立”局势明显。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量实现后发赶超优势，

云南、广西旅游经济联系量占比持续提升，增长率最高分别为 92.58%、93.27%，甘肃、新疆、西藏增长速度保持不变，依次为

91.03%、90.94%、92.32%，辽宁、吉林、黑龙江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其上涨比例最低仅为 70.76%、57.88%、62.99%。可见，“三

足鼎立”态势逐渐打破，云南、广西成为“后起之秀”，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向区域均衡方向平稳发展。 

依据 2006年、2012年、2018年的中国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空间演化历程(图 1),2006年东北边境地区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大于西南边境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西北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相对滞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抱团”发展，三省间旅游经济

联系强度值明显高于与其他省份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云南、广西成为西南边境地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高值中的佼佼者;西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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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甘肃与其他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少，处于边缘地位。此时，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存在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行

政壁垒尚未打破，彼此间旅游经济带动作用不明显。相较于 2006 年，2012 年中国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空间演化并未发生较

大的改变，东北三省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仍显著大于西南和西北边境地区，西藏、甘肃、新疆仍处于“离群索居”边缘状态。

2018 年，西北边境地区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逐渐提高，云南和广西实现后发赶超优势，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黑龙江、辽

宁、吉林同属“第一梯度”，东北地区“独占鳌头”趋势逐渐打破。西南边境地区对西北边境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在一定程

度上舒缓了西北地区的边缘角色处境。此时，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持续提升，西南与西北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和行政

壁垒以增强彼此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逐渐向均衡化、密集化趋势纵深发展。 

表 1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时间 节点 广西 云南 西藏 新疆 甘肃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2006 广西 - 3.61 0.02 0.04 0.12 0.36 0.10 0.11 0.16 

2012  - 39.39 0.33 0.42 2.34 4.22 1.19 1.73 1.63 

2018  — 584.24 3.91 5.39 33.55 22.24 13.21 6.98 17.81 

2006 云南 4.72 — 0.02 0.06 0.23 0.40 0.09 0.12 0.19 

2012  38.40 — 0.32 0.50 3.63 3.76 0.86 1.44 1.52 

2018  626.76 — 3.84 7.04 56.37 21.55 10.33 6.29 18.11 

2006 西藏 0.02 0.02 — 0.01 0.01 0.02 0.00 0.01 0.01 

2012  0.30 0.28 — 0.11 0.13 0.28 0.07 0.16 0.07 

2018  4.46 4.09 — 1.43 1.84 1.48 0.72 0.65 0.72 

2006 新疆 0.04 0.05 0.01 — 0.03 0.08 0.02 0.02 0.04 

2012  0.41 0.50 0.12 — 0.54 0.88 0.22 0.34 0.39 

2018  6.47 7.88 1.50 — 8.21 4.96 2.53 1.39 4.51 

2006 甘肃 0.12 0.22 0.01 0.03 — 0.17 0.04 0.15 0.77 

2012  2.11 3.36 0.13 0.50 — 2.79 0.73 0.98 2.16 

2018  37.62 58.92 1.81 7.67 — 17.54 9.56 4.66 28.21 

2006 辽宁 0.42 0.44 0.02 0.10 0.19 — 21.78 11.13 1.42 

2012  4.92 4.49 0.36 1.05 3.60 — 258.13 161.48 13.70 

2018  29.18 26.35 1.70 5.42 20.52 — 1130.65 258.23 59.19 

2006 吉林 0.10 0.09 0.00 0.02 0.04 20.05 — 13.89 0.23 

2012  1.22 0.91 0.07 0.02 0.83 227.33 — 204.73 2.24 

2018  15.78 10.70 0.70 2.34 9.47 321.60 — 658.29 19.49 

2006 黑龙江 0.11 0.11 0.01 0.02 0.04 2.42 12.57 — 1.12 

2012  1.58 1.34 0.16 0.31 0.99 126.35 181.90 — 13.09 

2018  0.11 6.11 0.59 1.25 4.34 205.38 618.34 — 44.20 

2006 内蒙古 0.18 0.20 0.01 0.05 0.16 1.36 0.37 1.29 — 

2012  2.03 1.94 0.09 0.49 2.98 14.63 2.71 17.87 — 

2018  21.59 20.46 0.77 4.56 30.50 48.4 21.26 5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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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量 

节点 

2006 年 2012 年 2018 年 

排序 
旅游经济联

系量 

占比 

(%) 
排序 

旅游经济联

系量 

占比 

(%) 
排序 

旅游经济联

系量 

占比 

(%) 

广西 5 4.34 4.29 5 49.62 3.62 5 669.52 12.66 

云南 4 5.83 5.76 4 50.43 3.68 4 750.28 14.19 

西藏 9 0.09 0.09 9 1.38 0.10 9 15.40 0.29 

新疆 8 0.29 0.29 8 3.39 0.25 8 37.45 0.71 

甘肃 7 0.77 0.76 7 12.75 0.93 7 166.00 3.14 

辽宁 1 35.49 35.05 1 447.72 32.65 1 1531.24 28.96 

吉林 2 34.42 33.39 2 437.35 31.90 2 1038.40 19.64 

黑龙江 3 16.41 16.20 3 325.73 23.76 3 880.33 16.65 

内蒙古 6 3.61 3.57 6 42.74 3.12 6 198.87 3.76 

合计 — 101.26 100.00 — 1371.12 100.00 — 5287.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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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8)1823 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二)整体网络特征指标 

依据引力模型测度出的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数据，遵循信息有效性和可比性原则，将旅游经济联系引力值矩转

化为关系矩阵，具体做法如下:取每年各边境省域节点与其他省域节点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的平均值为截断值，在引力值矩阵中，

两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于该截断值时，在对应关系矩阵中赋值为 1，表示两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存在关联关系，反之，

赋值为 0，表示两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不存在关联关系。 

依据构建的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矩阵，借助 Ucinet 软件的 Netdraw可视化工具分别绘制 2006 年、2012年、2018 年

的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图 2)。由图 2 可知，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从 2006 年相对稀疏形态演变

为 2012 年彼此拉扯、相互“牵连”情形转化为 2018 年紧密联系、均衡发展、所有省份不可或缺态势。2006 年，辽宁、吉林的

网络连结数最多，两省域的旅游经济联系最强，东北边境地区呈现以辽宁、吉林为核心的双核驱动模式带动周边省份发展;新疆、

西藏、甘肃处于边缘状态，与其他省份网络连结数较少;2012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连结数增加，辽宁、吉林仍处

于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核心地位，除西藏外内蒙古、广西、新疆与其他省份产生旅游经济联系;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

经济空间网络结构趋向均衡发展，西南边境地区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辽宁、吉林核心地位受到“后起之秀”云南

的挑战，形成以云南、辽宁为放射中心的带动中国边境 9省域全方位、深层次的纵深协调发展。 

 

图 2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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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密度。 

图 3反映了 2006—2018年中国边境 9省域的旅游经济空间网络关联结构的相关指标变化情况。总体来看，2006—2018年中

国边境 9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关系数呈现上升趋势，从2006 年为 19,2011、2012 年达到 23，而后 2013、2014 又跌落至 20、

21，最后 2018 年达到最大值 24。网络密度总体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出现回落波动次数较多，2011 年达到最大值

0.42,2012 年跌落至 0.28,2015 年为 0.32,2016年降低至 0.31,2017 年增涨为 0.38，而后 2018回落到最初水平0.28。根据关联

关系数和网络密度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复杂密切，但网络结构不稳定具有波动性特征，同时，关联

关系数和网络密度值都较小，表明边境 9省域的旅游经济联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彼此间的旅游合作亟待加强。 

2.网络等级度及网络效率。 

网络等级度与网络效率在考察期内呈现双“V”字型发展。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分别在 2011 年、2017 年出现大幅降低趋

势，值为 0.64、0.50 和 0.46、0.61，而考察期内其他年份的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在[0.79,0.83]、[0.68,0.75]区间波动，浮

动幅度较小，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结构较稳定。根据网络等级度的值域变化，表明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

呈现较明显的层级特征，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非对称地可达，部分边境省份在整体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处于边缘或从属的地

位，这些省份较少参与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合作与分工。2006—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效率

值较高，表明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发展连线较少，资源、信息、能量在整体边境县域旅游经济网络中异质流动，参与边境旅游

经济协调与合作的省份相对较少。综上，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等级阶度明显，省域间旅游经济互动匮乏，旅游

经济空间关联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图 3 2006—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整体网络结构指标汇总 

(三)个体网络特征指标 

选取 2006年、2012 年、2018 年时间截面数据对中国边境 9省域的个体网络特征指标进行测度，结果如图 4、图 5和表 3所

示。 

1.点度中心度。 

利用 ArcGIS 软件将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进行空间差值分析，得到中国边境 9 省域的节点中心性分布图。由图 4,2006

年中国边境 9 省域的点度中心度差值较大且空间异质突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点度中心度普遍较高，辽宁、吉林、黑龙江成为高

值区，西南和西北边境地区点度中心度中等平庸，新疆、西藏点度中心度最低。表明2006 年中国边境 9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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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核心节点的分布具有地域特征且中心性较弱，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较低，9边境省域在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中地位相差悬

殊，等级分化明显。2012年仍沿袭于2006 年的整体发展趋势，东北边境地区的各节点省份的点度中心度处高值区，但 9省域间

的点度中心度差距缩小，旅游经济联系密度增强，两极分化趋势减缓，较多的节点参与到整体旅游经济网络关联结构的协调与

优化中。2018 年，西南边境地区的点度中心度涨幅最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东北边境地区的高值“垄断”处境，云南成为新的

高值区，形成以云南、辽宁为核心节点的网络关联结构，辐射范围和溢出效应显著，边境 9 省域的旅游经济联系差异进一步减

小，整体网络结构趋于均衡化、协调化发展。 

 

图 4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点度中心度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8)1823 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2.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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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2006 年中间中心度排名前列的分别是辽宁为 10.833，吉林 6.333，黑龙江 4.500，云南 4.333，西藏 1.8333，新疆

1.000。可见，东北边境地区处于整体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的核心，在网络中的掌控能力较强，有着较高的话语权，起着

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而广西和内蒙古的中间中心度值为 0，表明这两省份处于网络结构的边缘地位，在网络中处于被动和从

属的交往状态。2012 年辽宁、吉林仍为中间中心度的高值区分别为 9.873、7.832，广西、内蒙古上涨为 3.210，在旅游经济网

络结构中掌控能力提升，西藏下降为 0.893，在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中支配地位进一步减弱。2018年云南中间中心度为11.000，

与辽宁并列处于高值区，内蒙古次之为 5.357，黑龙江，吉林下降至 2.000 和 4.000。这表明辽宁、云南在中国边境旅游经济网

络关联结构中，与较多的省份发生旅游经济联系，其溢出的旅游经济效应和扩散带动作用推动其他节点省份发展，处于支配和

引领作用;黑龙江、吉林逐渐减少与其他节点省份的旅游经济联系，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淡漠和消极状态;内蒙古与其他节点省份

的旅游经济联系增多，在边境旅游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桥梁角色。 

 

图 5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间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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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间中心度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8)1823 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3.接近中心度。 

根据表 3,2006年西藏、新疆、甘肃的接近中心度值最高，分别为 64.00、64.00 和 57.00，表明这三省在边境旅游经济网络

中不受其他节点控制，但旅游经济发展与其他省域有直接依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省份位于西北边境地区，与西南、

东北边境地区的节点省份距离相对较近，在实现资源互通、信息互流、人员互动等方面中心行动者地位明显。2012 年，边境 9

省域中间中心度值基本持平，无异常突出值，表明此时 9 省域节点在整体旅游经济关联网络中都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既加速

参与到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网络的扩建和协作中，同时保持“茕茕孑立”，不受其他省域节点的控制和干扰。2018 年，西藏、

甘肃辽宁、吉林、内蒙古接近中心度都高于均值 35.11，表明这些省份能够较快地与其他节点省份产生旅游经济联系。西藏与西

南边境核心地区云南、广西相邻，内蒙古、甘肃、辽宁、吉林地理距离较近，独特的区位条件使得这些省份在传递信息和获取

资源方面更加便利，在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的中心行动者地位越显著。 

表 3 2006年、2012 年、2018 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接近中心度 

年份 省份 接近中心度 排序 省份 接近中心度 排序 

2006 

广西 14.00 4 辽宁 12.00 6 

云南 13.00 5 吉林 13.00 5 

西藏 64.00 1 黑龙江 13.00 5 

新疆 64.00 1 内蒙古 15.00 3 

甘肃 57.00 2 均值 29.44  

2012 

广西 18.00 5 辽宁 18.00 5 

云南 13.00 6 吉林 23.00 4 

西藏 23.00 4 黑龙江 23.00 4 

新疆 28.00 2 内蒙古 24.00 3 

甘肃 33.00 1 均值 22.56  

2018 

广西 16.00 8 辽宁 41.00 4 

云南 12.00 9 吉林 43.00 2 

西藏 39.00 5 黑龙江 34.00 6 

新疆 17.00 7 内蒙古 42.00 3 

甘肃 72.00 1 均值 35.11  

 

4.凝聚子群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边境 9 省域在网络中的接近和紧密程度，考察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中所有节点的互惠以及

是否存在“小群体”，借助 Ucinet 软件中的 Network Roles & positions 进行聚类分析(图 6)。结果表明:(1)广西—云南、西

藏—新疆、辽宁—黑龙江在三级层面属于同一子群，三个凝聚子群之间联系紧密。(2)甘肃与西藏、甘肃在二级层面同属一个子

群，吉林与辽宁、黑龙江在二级层面同属一个子群，甘肃和吉林在群体内部联系较紧密，旅游经济关联作用较强。(3)内蒙古在



 

 13 

一级层面与其他 8个边境省域属于同一群体，与网络中其他节点成员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在旅游经济关联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

(4)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内部异质性较突出，存在较多的小群体“抱团发展”，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可达性较低，网

络关系密度亟待提升。 

 

图 6 2018年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的凝聚子群分析 

(四)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利用核心-边缘模型了解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中 9 省域节点所处位置，借助 Ucinet 软件中 Core&Periphery

功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8 年二值密度矩阵生成的最终拟合测度值为 0.437，表明核心-边缘结构拟合优度良好。2018年中

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的核心区成员共有 5个，包括广西、云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密度为 0.700，边缘区成员分别

是西藏、新疆、甘肃和内蒙古，密度为0.250。表明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内部层次差异明显，处于核心区成员的省域

节点联系较密切，而边缘区成员相对联络较少。同时，核心区成员(广西、云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和边缘区成员(西藏、甘

肃、新疆、内蒙古)的关系密度为 0.300，表明两层次间的旅游经济关系不太密切，核心区对边缘区的带动效应亟需进一步增强。 

四、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效应分析 

(一)面板回归方法说明 

参考王俊[6]、苏建军[22]等人的做法，将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和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整体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的指标，包括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作为解释变量，借助 Rsudio3.6.3 软

件回归测度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形态对整体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效能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 。mj、nj、aj分别为各年 j省的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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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Zj为 j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Pj为 j省旅游产业发展规模指数，Qj为旅游产业素质指数。 

利用公式(9)计算出各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基础上，求得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系数。考虑到数据的可

获取性，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由各省各年旅游收入加总额与各省第三产业加总额比值得出。 

(二)整体网络结构指标对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效能的影响 

1.网络结构形态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 

根据 OLS回归结果，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的系数依次为-0.54、0.34、0.37，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R
2
值较

大，表示拟合优度良好。结果表明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形态对整体中国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效能有显著影响，网络密度与边境

省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负相关，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与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正相关。即，网络密度

每上涨 1 个百分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降低 0.54 个百分点;网络等级度提高 1 个百分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将增加 0.34个百分点;网络效率提升 1个百分点，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扩大 0.37 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1)网络密度的降低表明边境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渐少，资源、信息和能量流动存在异质性，导致边境省域旅游

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省域间旅游经济合作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进而扩大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2)网络等级

度的降低表明边境更多的省域参与到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优化和协作中，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的省域参与旅

游经济联系的主动性增强，省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更加密切和广泛，促使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减小。(3)网络效

率降低表示旅游经济网络中冗余连线的数量减少，各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的有效性和可达性进一步增强，旅游生产要素配置也

更加合理化和规范化，从而缩小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 

2.网络结构形态对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的影响。 

网络密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的系数依次为 0.311、0.242、0.16，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R2值较大，表明旅游经济

空间结构网络形态对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有显著影响。网络密度与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呈正相关，网络等级

度、网络效率与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呈负相关，即网络密度每增加 1个百分点，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上升 0.311

个百分点;网络等级度下降 1个百分点，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增加 2.42个百分点;网络效率降低 1个百分点，边境省域旅游

产业专业化水平上涨 0.16 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1)网络密度的提升增加了边境各省域在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结构中与其他省份的联系，加速了旅游资源互动和资

源配置，促进了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2)网络等级度的降低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省域节点能够从越发平等的旅

游经济关联网络中获取收益，促进了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网络中旅游生产要素均值化地流动，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得到增强，

边境省域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3)网络效率的降低减少了边境省域间多余的连线数量，促进省域间旅游经济联系更

加均等和同质化，各省份节点在旅游经济网络中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增强，进而使得边境整体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综上，边境 9 省域应打破行政壁垒，支持并推出跨区域旅游合作，减小省域间旅游通道的阻尼，加强旅游经济要素的传导

和交换，破除“马太效应”和“离群索居”现象，助力跨区域旅游经济带建设，以促进边境旅游经济要素流合理地扩散和蔓延。

同时，各省域节点要更积极、更主动地加入到边境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的合作和加工中，增强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进而

缩小边境 9省域旅游经济相对差异，促进边境整体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提升。 

五、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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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借助 Ucinet、ArcGIS、RStudio 软件对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

演化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对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空间格局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向导。研究结果表明: 

1.2006—2018 年中国边境 9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旅游经济联系量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辽宁-吉林”、“吉

林-黑龙江”、“辽宁-黑龙江”、“云南-广西”等组合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占比最大;甘肃、新疆、西藏旅游经济联系量最低，

“离群索居”现象明显。导致此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边境 9 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边境省域区域

经济格局一体化和各省域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形象、交通设施、消费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旅游经济空间网

络结构中，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在承接相对发达省份传输的旅游市场时，难有绝对力量把握市场，导致客源的流失和质量的下

降，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也将对减弱。由此，西藏、新疆、甘肃等边境省域要加强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自身的资源禀

赋和地域特色树立旅游形象，摒弃旅游经济的排斥性。 

2.从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整体网络特征看，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从 2006 年相对稀疏形态演变为 2012 年

彼此拉扯、相互“牵连”情形转化为2018 年紧密联系、均衡发展、所有省份不可或缺态势。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

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地理近邻关系。与毗邻区域建立旅游经济联系，行政壁垒障碍小，交通便捷，资源、能量和市场的传输速

度明显加快，在整个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中呈现明显的抱团发展，边境旅游一体化格局尚未形成。由此，边境省域

区域合作要突破地域桎梏，加强与其他省域节点的空间联系，可通过口岸城市的合作，促进 9 省域边境线经济的联动，例如西

南“瑞丽、澜沧江、东兴”，西北“喀纳斯湖、阿图什”、东北“黑河、漠河、兴凯湖”等旅游线路的联通，实施边境旅游一

体化发展格局，促进 9省域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加入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扩建和合作中。 

3.从边境省域旅游经济空间个体网络特征看，2006 年边境 9 省域的点度中心度差值较大，空间异质性突出;2012 年 9 省域

间的点度中心度差距缩小，较多的省域节点参与到整体旅游经济网络关联结构的协调与优化中;2018 年，西南边境地区的点度中

心度涨幅最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东北边境地区的高值“垄断”处境，形成以云南、辽宁为核心节点的网络关联结构。在今后

的发展中，边境省域要抓住政策机遇，发挥地缘优势，加强与其他省域节点的空间联系，可通过口岸城市的合作，促进 9 省域

边境线经济的联动;利用旅游合作圈的建立带动边境旅游经济规模小的省域发展，缩小边境省域的经济差异，增强边境旅游经济

联系结构的稳定性;同时，9 省域需充分领会国家政策，积极调动和发挥各方积极性，发挥政策叠加的成熟效应和叠加效应，把

政策真正落实到具体实际中，促进边境旅游一盘棋协调式发展。 

本研究对杨丽花学者等开发的引力模型[6-7,9,32]进行修正，基于 2006—2018 年中国边境 9 省域的时间面板数据，将其用于中

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矩阵中，并利用 ArcGIS软件将9省域的旅游经济网络关联结构特征呈现在空间上，在一定程度上

开拓了中国边境旅游的研究视角，对边境跨区域旅游经济合作实现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给予了理论参考。但同时本文也存在以

下不足:一是在利用引力模型对 9省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进行测度时，选择两省域航空距离作为空间距离，未考虑到航空交通的

经济成本，仅将航空里程作为两省域的绝对空间距离;其次，在将关系矩阵转化为二值矩阵过程中，仅以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各年

各省域与其他省域联系的平均值作为备选截断值方法，未对关系矩阵中实际联系权重进行考虑，以上问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得

到解决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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